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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生代工人的组织化问题

30 多年的改革正在将中国变成一座“世界

工厂”，新生代工人是这个“世界工厂”催生

并正在形成的世界上最庞大产业工人阶级的主

体。从代群的意义上看，这一主体最大的特点

是 1980 年后出生、几乎没有参与过农业生产、

学校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其构成基本上为两大

人群，一是户籍身份为农村居民但主要从事非

农产业、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员，即学

界一直广为关注和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据统

计，2013 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 2.69 亿人，其

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 1.66 亿人，16 ～ 30 岁的

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外出农民工的 60％，加上就

地转移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达到 1.1 亿人（国

家统计局，2014）。二是户籍身份为城镇并从

事非农生产的人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2010 年城镇 30 岁以下工作者占 27.9%，约

9677 万人。对如此规模庞大的工人进行研究意

义深远，其型构的劳动关系秩序不仅对于参与

其中的工人、管理者、资方意义非凡，也对中

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既往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农民工的平等就业、

劳动保护、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障等

方面权益缺损及其抗争行为 , 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面：（1）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忍耐、

抱怨、退出、呼吁还是抗争。相关学者的研究

认为，大多数农民工由于惧怕雇主辞退、失去

工作而选择忍耐和抱怨，或选择逃离（蔡昉、

王美艳，2005），或因内部的“分割”、“分化”

而缺乏集体抗争的能力（李培林、李强、孙立

平等，2004），但有时也会有一些集体性抗争

（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汪建华、孟

泉，2013）。总体来看 , 工人回避冲突与行动，

较少发起和参与冲突，为自我保护而采取鸵鸟

政策 ( 许叶萍、石秀印，2006)。在特定的情况

下农民工成为 ( 造反倾向很强的 ) 流民的可能性

很小（孙立平，2003）。而形塑农民工行动选

择的是生存理性（黄平，1997）和“生存文化”

（陈佩华，2002）。（2）农民工抗争的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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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潘毅等认为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代际的更替和分野，

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有更强烈的集体行动意

愿 ( Pun ＆ Lu，2010)，以及更多的利益抗争行动（刘爱玉，

2011），但刘林平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比老一代更

向往城市，也并不具有更强的反抗意识和行为（刘林平、王茁，

2013）。（3）农民工抗争的推动力。沈原的判断是：农民

工是转型时期出现的“新工人”, 与老工人 ( 国企职工 ) 比较 , 

新工人的力量主要体现在“结构力量”上 , 而老工人的力量

主要体现在“结社力量”上（沈原，2006），刘爱玉等关

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影响其利益抗争行动的主要因

素是工资权益受损及认知、人生及健康侵害经历和认知、结

社力量（刘爱玉，2011）。汪建华和孟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

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体验，锻造了其抗争的独

特模式：以同事—同学关系为基础的增长型抗争、原子化的

底线 / 增长型抗争和群体性骚乱（汪建华、孟泉，2013）。

过往研究对本文问题提出的价值或意义在于，第一，

之前关于工人行动组织化和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讨论和

结论多为基于个案研究或者文献分析的理论推断，那么在

经验层面上，这种理论判断是否能够获得支持？第二，虽

然一些学者如常凯敏锐地发现了工人行动组织化的趋向

（常凯，2009），但对于这种组织化趋向到底由什么力量

推动并无系统探讨；第三，既往研究侧重于新生代农民工

研究，并倾向于将其视为与城镇户籍的新生代工人分隔的

群体，但实际上这两者在劳动过程以及抗争行动实践中有

着广泛且密切的联系。2010 年是工人罢工频发的一年，5

月的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工人罢工、南

京新苏热电公司工人罢工、河南平顶山棉纺厂工人罢工、

上海夏普公司工人罢工， 6 月的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厂工人

罢工、深圳美律电子厂工人罢工，等，阅读这些罢工事件

的报道及相关研究，发现其并非单纯由新生代农民工发起，

而是有大量城镇户籍新生代工人的组织动员和参与。我们

认为，市场化改革极大地形塑了中国劳动关系的样貌，企

业的用工行为和管理方式更多地是基于工人的人力资本特

性而非户籍，工人之间会因人力资本特性而非单纯的户籍

特性而发展出更多的劳动过程中结构位置的相似性。或许

既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行动代际差异研究的矛盾性结论的

部分原因可归结为此。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新生代工人的工作

状况，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的不满与抗争行为，分析这种因

不满而进行的抗争行动，相比于非新生代工人而言，是否

有组织化的趋势 , 以及这种趋势背后的原因。研究所用的

数据，主要来自作者于 2009 年 6 月－ 11 月在北京、上海、

深圳、泉州、宁波、绍兴、余杭、新野 8 个城市的 24 个纺织、

服装企业对 1051 个工人所进行的问卷调查，课题组首先

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然后根据企业所有制、规模选

择需要调查的企业，在每个企业调查 40 人左右，最终获

得有效样本 1010 人，其中年龄在 30 岁以下的新生代工人

共 618 人（男性 241 人，女性 277 人），占 61.2%，年龄

在 30 岁及以上的非新生代工人 392 人（男性 169 人，女

性 223 人），占 38.8%。研究所用的个案访谈资料，来自

上述 24 个企业对 105 个工人所进行的访谈。

二、新生代工人的抗争

1、不满与纠纷

调查发现，新生代工人中，有 37.5% 的人因为权益受

损而与目前所在企业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纠纷，按照纠纷事

项及发生的比率，依次为：工资待遇（标准过低、拖欠）

（占 25.1%），劳动时间（占 17.9%），职工福利（7.6%），

劳动合同（占 6.7%），劳动保护（占 6.4%），社会保险（占

4.9%），职务晋升（占 3.4%），除社会保险一项之外，纠

纷事项的发生均显著高于非新生代工人。

2、行动表达类型

新生代工人在劳动权益受损时的行动回应方式主要有

退出、服从、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四种类型。

（1）“退出”作为一种选择

在所调查的 24 家服装、纺织企业中，“退出”行为

普遍存在。在问及“如果您在企业里遇到不公正待遇时会

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时，26.3% 的新生代工人表示会离

开这个老板或雇主，这一回答与非新生代工人的回答相比

并无显著差异（ =0.041，Sig.=.839）。深圳服装厂工人

小詹的说法很典型：对，你不能压迫式，强迫式的，压工

资，我可以消极怠工的，怎么样，是吧？那哪个月我工资

不高的时候，我吧唧一下就走人的。服装厂有多少啊 ，一

大把，你这个老板不要，姓周的老板不要我，姓王的要我，

现在服装生产的竞赛也很大（Zhan2008，男工，24 岁）。

选择退出的工人，更常见的行为是另寻“下家”而不是“闹

事”，在他们看来，现在要找一份工作是“蛮容易的”，

所以也就没有必要与工厂继续闹下去。

（2）“服从”：能忍则忍

服从可分为主动服从与消极服从两种类型。主动服从

者认同企业目标，行为上表现为合作与投入，他们是让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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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就做什么的“好战士”。消极服从者不认同企业目标，但

在行为上不抱怨，不退出，并服从制度安排对他的要求。

新生代工人中有 39.9% 的人表示在遭遇不公正待遇时会采

取不表达（利益诉求）、不申诉（权益受损状况）的行动方

式，其值略低于非新生代工人，但无显著差异（ =0.422，

Sig.=.516）。正如江苏一个企业的工人所说：工作中、生活

中不如意的地方忍忍就过去了，再说我这个人也没什么不如

意的地方。愤怒之后，只能忍受，找到人之后倾诉了之后又

无力改变现实，那又有什么用呢（Jszc06，男，25岁，普工）。

（3）个体行动

个体行动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采用“怠工、旷工、

消极参与”等“弱者的武器”来表达怨愤，在那些与企业有

过劳动纠纷的人中，有 13.3% 曾经采取过“消极怠工，不

好好干活”的行动 , 略高于非新生代工人（12.1%），但无

显著差异（ =0.086，sig.=.766）。二是采用个人倾诉的方

式，常见的是发牢骚和工友之间的抱怨，以化解心里的不满

和怨恨，如深圳服装厂员工 Nhuang 所说：跟自己玩的好的

朋友说说嘛。一般，说说心里开放一点嘛，释放出来了也就

好了（19 岁，男工）。或者是向领导、上级反映自己的问

题，跟上级发发脾气，以释放心里的怨气。深圳服装厂工人

Xiao2008说:会去办公室里说一下，直接跟那个主管说一下，

发点脾气就行了，有的时候也会找老板说。三是个体维权，

主要通过政策、法律等制度安排来维护劳动权益。上海服装

企业的陈女士说：如果老板拖欠你工资，或者碰到不公正，

那肯定会不舒服的，如果有的话，那我就找管理人员要啊，

说怎么还不发工资，天天烦他一下，提醒他一下，再不给，

那肯定要到劳动局那里去告他，那不给钱嘛，当然是要告的，

是吧。然后再离开（0901 个案 1，陈女士，30 岁）。

（4）集体行动

在调查的纺织服装业新生代工人中，集体行动参与的

比例为 8.0%，其主要表现形式及参与比例为：一起上访过

者 7.9%，一起直接找老板 / 雇主者 12.5%，一起直接找有

关政府部门者 8.6%，联合其他人通过司法途径谋求问题解

决者 8.8%，一起找新闻媒体帮助者 5.6%，一起找工会帮

助者 6.6%，联合其他人罢工、讨说法者 5.6%。在具体使

用什么样的集体行动方式上，统计分析发现新生代工人与

非新生代工人之间均没有显著性差异。

3、个体化行动还是组织化行动？

从劳动纠纷与利益表达行动看，主要的行动方式是个

体性行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工人诉诸于集体行动。新生

代工人中，65.7% 的人无劳动纠纷无行动，26.3% 的人有

劳动纠纷有个体行动，8.0% 的人有劳动纠纷有集体行动。

新生代工人的个体性行动与集体行动参与的比例远高于非

新生代工人（ =20.93，Sig.=.000)。如果进一步把新生代

工人根据其出生年代分为 80 后新生代工人和 90 后新生代

工人，则可以看到，90 后新生代工人诉诸于集体行动的比

例显著高于 80 后新生代工人（ =25.460，sig.=.000），

见表 1。

三、结社力量、结构力量与行动表达

1. 工人结社力量与结构力量基本状况

按照 Wright 的阐述，工人的行动受到“结社力量”

（associational power） 和“ 结 构 力 量 ”（structural 

power）的制约。“结社力量”是指“来自工人形成集体

组织的各种权力形式”，即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组织、通

过各种集体行动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结构力量”即“工

人简单地由其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而形成的力量”。“结

构力量”由两种“讨价还价能力”组成。一种叫作“市场

讨价还价能力”（market bargaining power），包括：第

一，工人拥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第二，较低的失业率，

即所谓“紧凑的”劳动力市场（tight labor market）；第三，

90 后新生代工人 80 后新生代工人 非新生代工人 合计

有纠纷有集体行动 9.9 6.7 3.9 6.4

无劳动纠纷无行动 61.3 68.7 79.1 70.93

有纠纷有个体行动 28.8 24.6 17.0 22.66

合计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合计频次 249 369 392 1010

表 1   劳动纠纷与行动表达



108 |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China

劳动关系 | LABOR RELATION

工人具有脱离劳动力市场、完全依靠非工资收入而生活的

能力。另一种叫作“工作现场的讨价还价能力”（workplace 

bargaining power）。这是一种“从卷入于严密整合的生

产过程的工人那里所产生的能力。在那里，关节部位上的

工作节点的中断，可以在比该节点本身更为广大的规模上，

导致生产的解体”（Wright，2000）。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制度背景，Wright 所阐述的

结社力量概念如要用于分析中国新生代工人的行动能力，

需要进行重新界定。结社的“结”是一种行为，是组织、

结合、创建，结社的“社”是一结果，是由公民结合后形

成的一个小社会（团体），结社还包括社团成立后其他公

民的加入。我们把“结社力量”视作工人通过酝酿计划、

联络人员、筹备资金、寻找活动场所、起草章程等组建社

团或者自主加入已经成立的社团而具有的集体性力量。工

人组建或者加入的社团最为重要的有两类：一类是工会组

织，另一类是社会上其他各类组织，如非政府组织或社会

社团等。在操作层面上，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测量：

一是目前所在企业是否建有工会且工人参与工会的状况。

通过考察工人参与工会状况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可以检视

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建设对于工人行动能力及其劳动关系的

影响。二是工人参与 NGO 组织状况，工人参与劳工 NGO

组织的状况以及与集体行动参与的关系，可以检视自下而

上的组织化对于工人行动能力的形塑。从工会参与看，新

生代工人（21.4%）与非新生代工人（34.7%）之间有显

著差异，非新生代工人参与工会的比例更高。从参与劳工

NGO 的情况看，虽然新生代工人的参与比例略高，但参与

过劳工 NGO 的比例均较低（分别为 10.1% 和 8.0%），且

在统计上并无显著性差异。

结构力量反映的是工人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反映的

是工人的议价能力。我们五个方面来进行测量。一是文化

非新生代工人 80 后新生代工人 非新生代工人 合计

工会参与状况：

有工会且参与
34.7 21.4 26.5

卡方 =55.922，sig.=.000
有工会无参与 30.6 54.5 45.3

无工会无参与 34.7 24.1 28.2

参与劳工NGO情况：有 8.0 10.1 9.3
卡方 =1.242，sig.=.265

没有 92.0 89.9 90.7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11.9 3.8 6.9

卡方 =29.021，sig.=.000
初中 59.3 61.4 60.6

高中、职高、中专 25.0 27.0 26.2

大专及以上 3.9 7.9 6.31

劳动过程中的结构性位置：

普通工人
70.1 77.3 74.5

卡方 =42.133 ,sig.=.000
技术人员 11.8 2.0 5.8

低层管理人员 18.2 20.8 19.7

劳动法熟悉程度 : 完全不知道 27.2 25.7 26.3

卡方 =1.086，sig.=.780
  知道一点 59.3 59.6 59.5

比较熟悉 10.6 12.4 11.7

 非常熟悉 2.9 2.3 2.5

相关法律知识熟悉程度 3.6 3.5 3.5 卡方 =1.086，sig.=.780

寻找替代性工作难易程度：

无困难
69.5 70.9 70.4

卡方 =0.205，sig.=.651

有困难 30.5 29.1 29.6

居住状况：

居住工厂集体宿舍
58.2 39.2 46.5

卡方 =0.205，sig.=.651

不居住工厂集体宿舍 41.8 60.8 53.5

表 2   结社力量与结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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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它反映了工人拥有的人力资本的状况，并在某种程

度上影响着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能力；二是劳动过程

中的结构性位置，是处于普通工作岗位上，还是从事有技

术性的工作，或者处于管理职位上。三是劳动合同法及相

关法律熟悉程度，蔡和等在分析影响农民工利益抗争行为

时，主要将劳动合同法认知（是否了解）作为对剥夺状况

的测量（蔡禾、李超海、冯建华，2009；西方一些学者也

指出有权利意识的个人对法律、法规比较熟悉，并能够以

之为工具，更趋向于诉诸集体行动 (O’Brien & Li，2006; 

Zweig,2003)。但本文认为劳动合同法认知主要是提供了工

人以法律为武器进行维权抗争的某种支持，是一种行动潜

能的表现；四是寻找替代性工作的难易程度。越是容易寻

找替代性工作机会，越是能够在结构上对于工人的集体行

动以激励；五是居住状况。一些学者认为基于宿舍与小区

的劳动组织推动了集体抗争，宿舍劳动体制既是一种新型

的劳动管理方式，同时也为劳动团结、抗争以及新型劳动

关系出现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Chan & Pun ，2009）。

据此推断，居住在集体宿舍的工人，其利益抗争行为将高

于居住其他类型场所的工人。

从结构力量的五个方面看，新生代工人与非新生代工

人有差别的是文化程度、劳动过程中的结构性位置与居住

状况。新生代工人的文化程度普遍高于非新生代工人（高

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 34.8%），更多居住于工厂提供的集

体宿舍（居住集体宿舍的占60.8%），绝大多数为普通工人（占

77.3%）。新生代工人与非新生代工人相似的是劳动法及相

关法律的熟悉程度、寻找替代性工作的难以程度。总体而言，

四分之三的工人或多或少知道或熟悉劳动法以及相关法律

知识，七成工人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替代性工作。

2. 结社力量、结构性力量与集体行动参与

结社力量、结构性力量对于新生代工人行动参与影响

的讨论，需要考虑控制一些可能会对其行动参与有影响的

其他因素，比如性别、工人的不满、怨愤和认知，即对权

益受损的认知。以往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权益受损认知

对于工人的行动参与有显著影响 ( 刘爱玉，2011)。本文将

权益受损认知作为控制变量，并从三个方面进行测量：（1）

工资权益受损及认知。以理想收入与实际收益的差距来测

量被绝对剥夺的程度，以对目前工资水平合理程度的态度

测量对工资权益受损的认知。新生代工人的理想月均收入

为 1913 元，比实际月均收入高 300 元左右。非新生代工

人期望月均收入为 2141 元，比实际月均工资收入高 285

元，两个群体给出的合理月收入存在显著性差异（t=5.49，

Sig.= .000）。（2）人身及健康受损及认知，用劳动安全

与生产条件状况 、人身及健康侵害经历及认知 、工作环

境认知进行测量。（3）就业保障与保险权益及认知。就业

保障与保险权益区分为两种情况：至少参加一种保险，没

有参加任何保险。

本文分别以全部样本、新生代工人样本和非新生代工

人样本为分析对象，分别对结社力量与结构力量对于工人

行动的影响进行分析。

对表 3 的分析发现：

1、以全部样本为分析对象，发现新生代工人在劳动

权益受损的情况下，参加利益抗争行动的比例要显著高于

非新生代工人，其参与个体行动的可能性是非新生代工

人的 1.751 倍，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是非新生代工人的

2.408 倍。

2、结社力量中的工会参与状况，无论是对工人个体

行动的参与还是集体行动的参与，均没有显著影响，但参

与劳工NGO组织状况对于工人个体行动有显著正面影响，

参加了劳工 NGO 组织的工人，在面对工资、工作时间等

方面的侵害与不满时，进行个体行动的可能性为没有参加

者的 3.49 倍。

3、结构力量各要素对于工人的个体行动参与均没有

显著影响，对非新生代工人的集体行动参与也没有显著影

响，但对于新生代工人的集体行动参与有一定的影响，主

要是文化程度、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结构性位置以及居住

集体宿舍对于其集体行动的参与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越

高者，对工资和工作状况等的不满，更少采用集体行动的

方式，技术人员与低层管理人员相比于普通工人更多采用

集体行动的方式解决问题，技术人员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

性是普通工人的 5.998 倍，低层管理人员参与集体行动的

可能性是普通工人的 2.863 倍。居住集体宿舍者的集体行

动参与可能性是其他居住方式者的 2.18 倍。

四、结论与讨论

1. 结论

利益受损的新生代工人不是被动的忍受者，而是能动

的行动者。34.3% 的人曾经以个体行动或集体行动的方式

进行过利益抗争。新生代工人的行动在当下以个体性行动

为主，但组织化行动的趋势明显，即越是年轻代的工人，

越是表现出更多诉诸于集体性行动以消解不满与怨愤的特

征。这种趋向也为近年来的劳动实践以及一些学者利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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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性行动还是组织化行动

(logit 系数 )

集体行动参与

（mlogit 系数）

有个体行动   有集体行动 新生代工人 非新生代工人

性别           ( 参照组 : 女性 ) 0.352 0.651* 0.714* -0.313

工人代群   （参照组：非新生代工人） 0.560** 0.879* - -

工资权益受损
月工资 0.000 -0.001* -0.001** 0.000

理想收入与实际收入差距 0.000 -0.001* 0.000 -0.002*

工资权益认知

工资水平合理程度认知（参照组：

不同意）
-0.834*** -1.000** -0.634 -0.751

工资低是因为老板拿得太多（参

照组：不赞成）
0.130 0.669* 0.216 1.854*

人身及健康权益受损与认知

劳动安全与生产条件 -0.069* -0.102* -0.033 -0.258*

人身及健康侵害经历 0.125** 0.149** 0.144* -0.204

工作环境认知（参照组：不赞成） 0.017 -0.307 -0.172 -0.933

就业保障与保险权益 就业保障（参照组：无任何保险） -0.497* 0.104 -0.192 1.919

结社力量  工会（参照组：无工会无参与）： -0.309 -0.090 -0.078 1.323

有工会有参与 -0.285 0.006 0.167 0.420

有工会无参与 1.250*** 0.672 -0.279 1.592

参与劳工NG0

（参照组：无参与）
文化程度 -0.022 -0.161* -0.212* 0.039

劳动过程中结构性位置（参照组：

普通工人）：技术人员
0.246 1.365* 1.791* 0.253

低层管理人员 -0.148 0.629 1.052* -0.633

劳动法熟悉程度 0.027 0.005 -0.016 0.023

寻找替代性工作难易程度（参照

组：没有困难）
0.118 -0.312 -0.076 -2.709*

居住状况（参照组:未住集体宿舍） -0.224 0.578 0.779* 0.368

常量 0.080 0.914 0.166 1.265

Chi-Square   200.24 54.61  37.54

-2log likelihood 576.087 126.887 36.678

Nagelkerke R Square 0.148         0.177 0.339

表 3  个体性行动还是组织化行动：结社力量与结构力量的影响（全部样本）

注： p*05，p**<.01，p***<.001。

新经验资料所进行的系统、全面分析所证实。如常凯指出，

中国的劳动关系正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调

整转型 ,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集体劳动

争议和劳工集体行动，特别是 2010 年夏季发生的以“南

海本田事件”为代表的外企工人的“停工潮”，成为中国

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 常凯，2013)。 

新生代工人行动的组织化趋向，却不是由结社力量推

动，而是由结构力量（如文化资本、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

结构性位置、居住状况）推动的。本文考察的以工会与劳

工 NGO 为表征的结社力量对于新生代工人的集体行动参

与没有显著影响。

2. 讨论

我们的疑惑或者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对

于工人集体行动参与有显著作用的结社力量，在中国却未

能对工人集体行动的参与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讨论工会对于工人组织化利益代表的集体行动的

影响问题。从经验层面看，工会在利益抗争中扮演的角色

以及影响的程度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有工会的企业，

本身是属于劳动条件、工资及保障方面做得相对较好的企

业，所以工人的利益抗争就少，我们对劳动权益的三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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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变量在有工会与没有工会的企业之间进行了比较，证

实了这一论点（刘爱玉等，2014）。二是由党政主导自上

而下通过行政化手段组建的工会，导致“地方工会行政化”

和“企业工会老板化”现象突出，工会与劳动者脱离问题

严重，不能有效地代表和维护工人的权益。

摘录两段关于工会认知的对话，可以对工会在工人利

益表达上的作用有更好的认识。

个案一（刘爱玉2010年对某私企公司老总张某的访谈）

张：中国的工会啊，说起来，他是共产党领导的传统

的工会，这工会和外国的工会不是一回事。

刘：怎么个不一回事？

张：这个工会组织，它应该是个独立的……，中国的

工会呢，到最关键的时候呢，它是替老板说话，（笑）。

我这个就不要面子，想什么说什么了。到最关键的时候，

我们工会是站在老板旁边的，为什么呢？因为老板可以不

让他干了。到了国外，工人和老板纠纷的时候，工会必须

站在工人的身边，跟工人是一起的，在中间起到调停人的

作用。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个案二（刘爱玉 2010 年对一个年轻前纺女工的访谈。

该女工 1990 年出生，中专文化。）

问：您所在企业有没有工会？

答：有

问：是哪种工会？

答：就是公司开会、车间开会，开工作会。

因此，新生代工人的怨愤表达依然面临着组织和话语

资源的匮乏问题（潘毅、陈敬慈，2008；潘毅、卢晖临、

张慧鹏，2010；黄岩，2010），即使诉诸于集体行动也往

往呈现出自发的、分散的和野猫似的特征（潘毅、卢晖临、

张慧鹏，2010；黄岩，2010）。自上而下组建的工会未能

在工人的集体行动上表现出促进、推动作用，但工人行动

的实践，无论是个体行动还是集体行动，必将推进工人的

组织化，在经济诉求基础上提出了组织工会（改组工会）

和集体谈判等诉求,促进工会的去行政化和自主性的增长。

如南海本田罢工促使广东省工会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改组

工会”的诉求，并在事件发生之后对南海本田企业工会进

行了重新选举。得到工人支持的新的工会委员会在 2011

年进行了第二次集体谈判，并获得增加工资 611 元的结果，

超出上年停工谈判的涨幅（黄应来，2011）, 又如，2012

年 3 月，欧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工人举行罢工，在工

人提出的 12 条诉求中，有一条是重新选举工会委员会。

2014 年 5 月，广州番禺旧水坑胜美达电子厂的数十名工人

在向厂方追讨社会保险金的过程中，提出了组建工会的要

求。工人的集体行动直接促成了集体劳动关系中工人的组

织化与工会的群众化的结合，催动了集体劳动关系的生成

与成长。

NGO 参与只是在个体层面上对于新生代工人的行动

参与有影响，这种状况与劳工 NGO 本身在中国的生长历

程以及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劳工 NGO 是自上个世纪中

期之后，带有非政府组织性质的维权组织，这些组织大部

分活跃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它们为新生代工人特别是农

民工提供了在异地就业时所需的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情

感上的支撑与行动上的支持，也在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

时候，提供了及时的法律援助。作为植根于工人的非政府

组织，它们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在于满足工人的需求。但是

劳工 NGO 在现有中国政治条件下，其服务宗旨主要是对

个体工人提供援助，其服务模式主要是工伤探访、工资追

讨、劳动争议调解、紧急救助等等。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

么 NGO 参与未能对新生代工人的集体行动参与有显著影

响了，所以有学者认为 NGO 是反团结的机器，其生长面

临着双重的压力与结构性限制，一方面是来自政治结构上

的政治吸纳（political cooptation），一方面是来自商业化

的压力（Lee & Shen，2011）。

结社力量的现况或许会让人们对于工人组织化行动以

及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前景表示担忧，但是我们认为，

结构力量对于工人集体行动的影响，以及这种结构力量促

动的集体行动对于结社力量的倒逼，对于中国劳动关系的

有序发展，终将产生积极影响，工人自发性的集体行动、

利益诉求和劳动争议，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制度建设、劳

动立法和行业自治，推进了各地集体劳动合同和集体协商

机制的制度建设和实践。

我们在文末引用两个方面的数据，以考察新生代工

人结构力量的前景。一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型及由此引起

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改变。人口学家郭志刚指出：

“我国生育率过低问题严重，以往那种靠吸引外来劳动力

支撑的人口城镇化模式正面临城乡人口双双出现少子化和

老龄化同时推进的挑战，今后十几年全国每年新进入劳动

年龄的人数将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平均每年将递减 4%，

农村不再是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源泉，全国劳动力将全面进

入短缺状况，以往的民工潮正在转变为民工荒（郭志刚，

2014）。实际上，从 2004 年初开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开始出现“民工荒”，随后在长三角地区及在安徽、河南、

陕西等中西部地区纷纷出现“民工荒”、“涨薪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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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现象显示出我国劳动力供给形势出现变化。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也显示 2012 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减少 345 

万人，比 2011 年下降 0. 6%, 而这种减少将因人口年龄结

构的改变而持续。二是义务教育普及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

引致的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相比于第五次人口普查，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

由 3611 人上升为 8930 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11146

人上升为 14032 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33961 人上

升为 38788 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 35701 人下降为

26779 人。根据全国妇联妇女地位调查，30 岁以下人口的

平均受教育程度，2010 年为 11.5 年，1990 年时为 7.7 年，

十年期间 30 岁以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了 3.8 年。

上述两个方面的趋势告示：新生代工人的结构力量在

进一步增强，未来劳动关系秩序的建构，有赖于我们对推

动行动组织化趋向的结构力量的正确认识，以及在政策层

面上应采取的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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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Power and the Trends of New Generation Workers’ 
Organizational Actions

Liu Aiyu, Fu Wei and Zhuang Jiach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Main focus of the article is on the work condition of new generation 

worker and their discontent and contentious in labor process, the differences of action 

compared with first generation worker, and the trends of its more organization. Interest 

deprived workers are not the mere passive submission, but the active agent as well. 

34.3% of new generation workers had responded to poor work status with individual 

actions or collective actions, an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ntious actions is 

individual action, but there appears the trends of more organizational actions , the 

younger the new generation workers, the more they resort to collective action. The 

dynamic of more organizational actions is the structural power (e.g. cultural capital, 

structural position in labor process, living condition) instead of association power.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Worker; Contentious Action;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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